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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字的应用看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

陈　锐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律学有着研究关键字的传统，“律母”、“律眼”即是这一传统的典

型代表，但它忽略了另一关键字，即“类”字，它应当是中国传统律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因

为：第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如果没有“类”字及其蕴涵的分类方法、类型化方法，法律将

变得繁复苛碎，就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法律。第二，在中国古代律学作品中，如果没有

“类”字及“类推解释”方法，就不可能出现高水平的律注作品。第三，在中国古代司法中，

以“类”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类”字犹如一把打开中国传统律学大

门的钥匙，其功能与作用不可替代。“类”理论及方法并非外来物，而是一种本土资源，早

在战国时期荀子与墨家后学就发展出了比较系统的类理论，古人在编纂辞书、类书时也运

用到了比较高超的分类技巧，它们对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当然，中

国古代“类”理论及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对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

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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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锐，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言：研究关键“字”的律学传统与
律学核心范畴“类”字

　　中国古代律学家非常重视对法律中的关键“字”（或语词）进行研究。早在秦代，人们

就开始对一些重要的法律语词进行解释，《法律答问》最后一部分几乎成了解释法律语词

的词典。在汉代“律章句”中，人们解释的法律语词更多。但随着律学的发展，人们开始

区分法律中的普通语词与独特的法律语词，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后者之上，张斐在“注律

表”中总结出的二十个“较名”〔１〕即是此一做法的代表。所谓“较名”，即具有普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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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晋书·刑法志》，载丘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１页。



法律语词，而非偶然进入法律之中的普通语词，由于这些语词对理解法律非常关键，因此，

律学家对之进行了专门界定。

除了这些与法律内容有关的字以外，中国古代律学家还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字虽与内

容无涉，但与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有很大关系，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因此，需要

专门解释与研究，这其中就有人们熟悉的“例分八字”。这一做法大约肇始于隋唐之际，

程树德在《刘子栩传》中发现的“开皇律佚文”即有对“以”、“准”的最早解释。〔２〕 到了宋

代，人们对这八个字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注解，如宋代的傅霖在《刑统赋解》中说到：“《名

例》内有八字，以、准、各、皆、及、其、即、若也。以者，谓以盗论，同真犯。准者，止准其罪。

皆者，罪无首从，其罪皆同。各者，各重其事。及者，连于上也。其者，反后意也。即者，文

虽同而义殊。若者，会于上意也，再缴前文也。”〔３〕后人为了突出这八个字的重要性，称之

为“律母”〔４〕，并认为，“必于八字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５〕 除八字之外，

元代的徐元瑞还专门研究了“依”、“同”、“加”、“减”、“如”、“止”、“听”、“从”、“仍”、

“并”、“论”、“坐”等字，并称之为“字类”，〔６〕清代的王明德在上述“字类”基础上补充了

“但”、“杂”、“照”等字，并称这些字为“律眼”。由“律眼”、“律母”这类称呼，即知这些语

词在律学家眼中的分量。

中国古代律学家为什么重视这些并非表达法律概念的“字”并认为它们是读律的关

键呢？这要从这些“字”在法律中的作用说起。统而言之，以上这些“字”在法律规范中充

当着联接词的作用，是建构法律大厦不可或缺的材料。它们要么是支撑整个法律大厦的

骨架，要么如铆钉一样，将法律规范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如果缺少这些字，整个法律将

如同一盘散沙。〔７〕

当然，中国古代律学家总结出的这些“字”仍不够全面，尚有一些重要的“字”没有列

入其中。比如，“类”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似乎没有引起律学

家太多的注意。应当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类”字实为中国古代律学的一个

核心范畴，其作用不可低估。第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如果没有“类”字及与之相关的分

类方法、类型化方法，法律将变得繁复、苛碎，就不可能出现如唐律那样具有较高水平的法

律。第二，在中国古代律学作品中，如果没有“类”字及建立在“类”观念基础上的“类推解

释”方法，就不可能出现高水平的律注作品。第三，在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以“类”为基

础的观念与方法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如果缺乏“类”观念，司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就是难

以想象的。由于“类”字及潜在于其下的法律方法在中国古代的立法、司法乃至于学理方

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与之相关的研究就显得特别必要。它犹如一把打开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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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律学大门的钥匙，其功能与作用是任何其他语词不能替代的。

二　“类”字在中国古代立法中的作用：
从史料分析入手

　　研究伊始，需要澄清这样一种观念，即“类”、“类型”、“类比”、“类推”以及“分类”等
词带有强烈的西方式的逻辑意味，如果用它们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法律及律学，似乎有“据

西释中”之嫌。其实不然！与“类”有关的上述理念、方法实属中国本土资源，我们的老祖

宗很早就发展出了丰富的“类”理论。

（一）作为本土资源的“类”理论及分类方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类”字出现。最初，它是作为祭名而存在的，《尚书·

尧典》有“肆类于上帝，?于六宗”之说，《周礼·春官宗伯上》中亦有“凡师甸，用牲于

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８〕之语。“类”字带有“分类”、

“类别”等含义则要到春秋时期。《左传》中出现了大量的“类”字，其中既有“族类”的

意义，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１０〕又有“物类”的含义，

如“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１１〕“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

成也”。〔１２〕

人们有意识地对“类”进行研究、形成比较系统的“类”理论，则要到战国时期。其时，

儒家的荀子及墨家后学都发展出了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类”理论。荀子明确地提出，作为

一个“大儒”，需要借助“类”来把握事物，“法先王，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

万……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１３〕因为“物类

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１４〕。至

于如何“推类”，荀子主张，首先应“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

尽”，〔１５〕荀子相信，“同类者必同情”；其次要借助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心有征知”）的帮

助，通过与事物相接触，发现事物的同异之处。荀子认为，“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

官……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

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

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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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１６〕荀子的理由是：“类不悖，虽久同理。”〔１７〕至

于具体的“推类”方法，荀子并没有过多论述，只有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才发展出了系统

而具体的推类方法学说。墨家学派主张，推类应遵守“以类取、以类予”〔１８〕的原则，同时依

靠“辟”、“侔”、“援”、“推”等方法，具体论述可参见后人称为《墨辩》〔１９〕的六篇文章，即

《大取》、《小取》、《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除了“类”理论以外，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能熟练地运用分类方法。比如，人们习

惯于将事物分成对极性的两部分，如阴阳、乾坤、男女、天地，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在运用

“二分法”。并且，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进行了辞书编纂活动，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尔

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２０〕 通过这本辞书，大致可以了解中

国古代是如何进行分类的。据学者胡奇光考察，《尔雅》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释

诂》、《释言》、《释训》是对普通语词的解释，《释亲》、《释宫》等十六篇是对百科名词的解

释。百科名词又被分为社会生活与自然万物两方面；社会生活名词则涵括了家族关系和

日常生活两个小类，自然万物名词又被进一步分为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名词，如此就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类体系〔２１〕：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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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管锡华以“释宫”为例，对《尔雅》的义类体系进行了更加清楚的揭示〔２２〕：

图二

由以上两图可知，到了战国末年，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已比较深入，并懂得如何对世间

万物进行分类。管锡华认为，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尔雅》是最早有系统地给自然科学

进行分类的著作，一般人认为的“中国只是在近现代才对自然科学进行分类”的观点是站

不住脚的。〔２３〕 管锡华的这一观点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现代意义

上的“自然科学”是高度成疑的。但无论如何，它揭示了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掌握了分

类技术，虽然他们没有系统地总结出分类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实践中熟练地运用分类

技术，包括在立法及撰写律学作品时运用比较高超的分类技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

于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掌握了分类技术，因此，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发展的技术条件早

已具备，根本无需外求。

（二）从史料的角度看“类”字在中国古代立法中的作用

随着中国古代“类”理论的成熟，“以类为基础进行推导”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

要手段，并渗透到了法律领域。荀子最早注意到“类”理论对于法律的重要性，曾明确地

提出：“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

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２４〕这大概是最早明确地强调“在无法时需借助类推方法补

充法律漏洞”的论述了。荀子还强调了法律中“以类相从”的重要性：“庆赏刑罚，皆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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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刑不当罪，不祥莫大也。”〔２５〕如果

套用现代语言对荀子的“类举”、“类从”思想进行解释，会发现，他的“类举”、“类从”方法

无非是后人所说的“分类”、“归类”方法，亦即立法时要恰当地分类，司法时要适当地归

类、类推。

虽然不敢妄言，荀子的这一思想对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立法有直接影响，但战国末年日

渐成形的分类方法在当时的立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那是确定无疑的。据《晋书·刑法

志》记载，李悝对战国时期诸侯国通行的一些法律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最终形成了

《法经》。李悝将《法经》分为六个部分，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与

《具法》，他的分类依据就是“以类相从”。他发现，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

制等行为难以恰当地归类，不得不另辟《杂律》，将这些行为纳入其中。〔２６〕

到了汉代，分类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这集中地反映在刘熙所撰的《释名》中。与成

书于战国末年的《尔雅》相比，《释名》的分类更加细密。一方面，从大类看，《释名》共分

二十七个大类，比《尔雅》多出八个大类；并且，它将《尔雅》中的“器物”进一步拆分为“用

器”、“乐器”、“兵器”、“衣服”、“首饰”、“床帐”、“彩帛”等几个大类，其细密程度无疑较

《尔雅》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大类之下，小类的区分也更加合理。不妨以

“释宫”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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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二与图三，就会发现，《释名》解释的“宫”的种类比《尔雅》要多得多，并且，它

将那些不属于“宫”的“道路”、“桥梁”从大类中清除了出去，这使得其分类更加合理。而

且，《释名》对这些名称的由来及语义也解释得更加清楚。

汉代学者在语词的分类及释义方面取得的上述进步很快反映到律学家的注律活动

中。一方面，《释名》惯用的“语词定义”方法为律学家们所吸纳，成为一种主要的注律方

法；另一方面，汉代律学家在注律时更自觉地运用了分类方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据

《晋书·刑法志》载，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

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决狱》……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２７〕司徒鲍公

“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２８〕 这些

律学家从事的无非是把散乱的章句、旧事、比例等汉代认可的正式法源汇编成册，即“以

类相从”、“集类为篇”，使之成为可资援引的法律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立法活动。虽然

汉代律学家所立的这些“法律”已经散佚，以致今天的人们难窥其真实面目，但从史料记

载的只言片语看，汉代律学家在立法方面肯定取得了较前代更大的进步，且这些进步是与

分类方法的进步分不开的。

随着时间推移，分类方法对于立法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从《晋书·刑法志》的论

述中，能明显感知到分类方法的进步与法律进化的紧密关系。据《晋书·刑法志》记载：

“（汉律）《盗律》有劫略、恐蕑、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

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

《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

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

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

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

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

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

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

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

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

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

《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

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

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

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

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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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２９〕

《晋书·刑法志》中的这一段落长期不太为人所重视，其实，它详尽地介绍了曹魏在

制定《新律》时如何对汉律的内容重新进行分类（其中多次用到“分为”、“别入”、“别为”、

“分别”等词，即表示“分类”的意思），最终使得曹魏《新律》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内容上

变得更加合理。从这一段落中，既可以看到汉以来日渐完善的分类技术对古代立法产生

的积极作用，又可以看到曹魏的律学家对中国古代分类技术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且，由此

不难得出结论：立法过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分类过程。分类越合理，则法律越科学，反之

亦然。因此，作为一个立法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明的分类学家。

或许对曹魏《新律》的分类仍不满意，晋代的人们又一次以汉律为基础，进行了新的

分类。据《晋书·刑法志》载：“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

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

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３０〕亦即，《泰

始律》一方面继承了汉律原先的分类，即“仍其族类”，另一方面又进行了新的分类，即

“改……，辨……，分……”，并增加了新的事类。此次调整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史称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３１〕

如上所示，上古时期的人们在制定法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法律的内容进行

合理的分类。经过汉、晋律学家的努力，这一问题在晋代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因为在此后的朝代，人们对法律结构进行的调整无论在力度还是在范围上都要小很多。

这种微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南北朝以迄隋唐，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中国古代法

律的结构才逐渐稳定下来，并保持了数百年之久。

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结构又进行了新的调整，从中仍能发现“类”字的影响。

据《明史·刑法一》记载，明太祖平武昌后，即议律令，曾令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

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３２〕 明

早期的法律结构与唐律几乎一模一样，但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又要求刑部将历年颁布的

条例“编类颁行”，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３３〕，最终形成了《大明

律》，其结构与唐律相比已有了较大差异———“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于六部，合计

三十门，凡四百六十条”。〔３４〕 具体分类如下：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

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

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

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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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

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

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３５〕

从《明史》的这一记载看，《大明律》对《唐律》的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首先，在大的

结构上，《大明律》在《唐律》的类罪名之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层级，即吏律、户律、礼律、兵

律、刑律、工律；其次，在小的方面，为了对应以上结构，《大明律》又不得不对《唐律》的内

容进行了诸多调整，以便将相关规定分别纳入新的大类之下。这方面的调整数量众多，难

以尽述，其规模直逼曹魏制定《新律》之时。可以这样说，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两

次对法律结构进行的大调整之一。由于这次调整比较彻底，以致清代的律学家们制定

《大清律》时只好“大都沿明之旧”〔３６〕，亦即在结构方面完全继承了明律的分类，不再做太

多的改变。

由上观之，中国古代立法史实际上是一部分类史。一方面，中国古代立法每一次获得

大的进展，都与“类”及分类方法的广泛运用、进步有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每

一次立法又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传统分类技术的发展。〔３７〕 “类”及“分类”方法与中国古代

的立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共荣关系。

三　“类”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作用：
从法条分析入手

　　上文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依据史料的明确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了立法（或法律发

展）与“类”字及其代表的分类方法之间的紧密关系，但对于“类”字在法律中到底起何种

作用，尚未触及，这需要从细部刻画“类”字在具体法条中是如何运用的。为此，需要对

“类”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运用情况做一番考察。

虽然史书对“类”字在立法中的作用言之凿凿，斑斑可考，但“类”字出现于成文法的

律条之中时间较晚，从现今出土的一些重要的秦汉法律史料中，尚不能从律条中发现

“类”字。保守一点说，起码没有发现“类”字的大规模应用。

“类”字大规模地出现于律条之中应自唐律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在《唐律疏议》中，

“类”字出现约６００余次，其中，正律中出现 ５２次，《疏议》中出现 ５５０余次。在唐律中，

“类”字到底起何种作用，需要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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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律中，“类”字大多是以“之类”的形式出现的。其应用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

是演绎性应用，即首先一般地界定某一概念的内涵，然后列举这一概念的部分外延，并用

“之类”代表那些未穷尽的外延，这是唐律中“之类”应用的最典型情形。如，“十恶”条的

“律中注”首先对“谋叛”的内涵做了清楚的界定，即谋背国从伪，然后，《疏议》又从外延

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有人谋叛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３８〕即谋叛

主要有三种情形。或许担心上述解释还不明确，《疏议》又举例说：“即如
!

牟夷以牟娄来

奔，公山弗扰以费邑叛之类。”〔３９〕

二是归纳性应用，即人们首先举出一些特殊情形，然后，归纳出一般结论。这在《唐

律疏议》中也很常见，它常以“如此之类”的形式出现。如，“共犯罪本罪别”条规定：“若

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４０〕这一规定本来已经非常清楚，但为

了更清楚地解释这一条文，《疏议》首先举出了特例，然后以“如此之类”的形式，归纳性地

得出一般结论：“案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皆斩。’如此之类，本条言‘皆’者，

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科之。又，贼盗律云：‘谋杀人者，徒三年。假有二人共

谋杀人，未行事发，造意者为首，徒三年；从者徒二年半。’如此之类，不言‘皆’者，依首

从法。”〔４１〕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演绎性应用，还是归纳性应用，唐律经常用到“之类”这一语

词。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之类”指称的对象难以尽举的缘故，《唐律疏议》对此多有解

释：“称‘之类’者，品目至多，略举宏纲，不可备载，故言‘之类’”〔４２〕，“此色既多，故云

‘之类’”。〔４３〕

如果再考察唐律中“类”字指称的对象，则“类”字的作用更加明了。在唐律中，“类”

字指称的对象共有三种：一是事类，即由具有共同属性的事情组成的类。由于这些事类大

多牵涉人的行为，因此，姑且称之为“行为类”。如“征人巧诈避役”条规定：“诸临军征讨，

而巧诈以避征役……”，〔４４〕由于认识到“巧诈”是构成此罪的关键，因此，“律中注”对之进

行了解释：“谓若诬告人、故犯轻罪之类。”〔４５〕《疏议》又做了进一步解释：“‘巧诈百端’，或

有诬告人罪，以求推对；或故犯轻法，意在留连；或故自伤残；或诈为疾患。奸诈不一，故云

‘百端’。不可备陈，故云‘之类’。”〔４６〕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巧诈行为多种多样，本条

只列举了“诬告人罪”、“故犯轻法”、“故自伤残”三种典型的“巧诈行为”，那些未被列举

的巧诈行为只能以“之类”这一语词朦胧概括。唐律的这一规定及其解释过程实际上是

在建构一个具有“巧诈”属性的行为类型。由于法律主要用来调整人的行为，因此，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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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型是立法的关键。

二是物类，即“之类”指称具有共同属性的具体事物。如，“略和诱人”条中有“私有禁

物”这一法律概念，“律中注”将之解释为：“谓非私所应有者及禁书之类。”〔４７〕《疏议》又进

一步将之分解为“非私所应有者”、“禁书”、“之类”三个概念，并揭示其指称的具体事物：

“‘谓非私所应有者’，谓甲弩、矛之类。及‘禁书’，谓天文、图书、兵书、七曜历等，是名

‘禁书’。称‘之类’者，谓玄象器物等，既不是书，故云‘之类’。”〔４８〕这一规定及其解释过

程是在建构犯罪对象的类型。

三是伦类，即“之类”指称由具有诸般人伦关系的主体组成的类。如“不睦”条规定：

“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４９〕为明了“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的准确

范围，《疏议》进一步解释说：“大功长者，谓从父兄姊是也。‘以上’者，伯叔父母、姑、兄姊

之类。小功尊属者，谓从祖父母、姑，从祖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之类。”〔５０〕由于这

些主体大多是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因此，建构伦类的过程就是建构法律主体类型的过程。

至此，“类”字在唐律中的作用逐渐明晰，即“之类”的作用无非是建构类型，以便相

似情形得到相似处理，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法律规定可以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

进而避免法律漏洞。在唐以后的一些法律中，“类”字的功能与作用一直没有发生大的

改变。

以上分析侧重于正面分析，如果再辅以反面考察，则上述论断或许更有说服力。因

此，可以接着追问：如果法律中缺乏“类”字，会产生什么后果？不妨比较唐律与汉律的相

关规定，以说明这一问题。如，在《二年律令》中，丢失印信、书符等物的规定非常简单，且

分布于多条之中：“亡印，罚金四两”；〔５１〕“亡书、符
"

、入门卫木久，塞门、城门之?（钥），

罚金各二两”；〔５２〕“盗书、弃书官印以上，耐”。〔５３〕 在唐律中，相关的规定被合并纳入到

《杂律》的两条之中，“弃毁官私器物”条规定：“诸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者，各备偿。

谓非在仓库而别持守者。若被强盗者，各不坐、不偿。即虽在仓库，故弃毁者，征偿如法。

其非可偿者，坐而不备。谓符、印、门钥、官文书之类。”〔５４〕“亡失符印求访”条规定：“诸亡

失器物、符、印之类，应坐者，皆听三十日求访，不得，然后决罪。若限内能自访得及他人得

者，免其罪；限后得者，追减三等。官文书、制书，程限内求访得者，亦如之。即虽故弃掷，

限内访得，听减一等。”〔５５〕

如果比较唐律与汉律的上述规定，就会发现，两者在立法技巧上高下立判。因为唐律

在对行为或对象进行规定时，采取的是建构类型的方式，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抽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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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具体事例 ＋之类”。〔５６〕 “抽象规定”起到了限定“之类”范围的作用，“具体事例”例示

某一概念类型的有限对象，“之类”则指称某一概念类型中被省略的对象。这三者在明确

概念时各有所司，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而汉律往往只有个别性规定，缺少

“抽象规定”与“之类”概念，这一方面使得汉律的规定涵括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不可

避免地留下了很大的法律漏洞。

通过以上比较，“类”字在法律中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使人不可忽视，因为伴随着

“类”字出现的是“类型化”思维〔５７〕方式的引入。可以这样说，以“类型”替代“个别性规

定”是立法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飞跃，故而“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法律的完善程度、水平的高低与“类”字的运用情况

直接相关。如果说得绝对一点就是：如果无“类”字及潜在于其下的类型化方法，就无中

国古代的法律。并且，正是由于立法活动中大量地运用了“类”字，并主张“称之类者，自

须以类求之”，〔５８〕才使得唐律可以自信地宣称：“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５９〕“犯

罪之人，皆有条制，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６０〕

四　“类”字对中国律学的影响：
从律注作品的角度看

　　“类”字不仅在中国古代立法及法律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国古代注律

活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依据“类”字出现的频率与类推解释的运用情况来判断一

部律注作品的水平高低。如果一部律注作品中“类”字出现得越少、运用类推解释越少，

则这部律注作品的水平就越低；反之，如果一部律注作品中“类”字出现得越多、运用类推

解释越多，则这部律注作品的水平就越高。以下，将选用一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律注作品进

行比较，进而证明上述论断。

从时间上看，现今出土的最早律注作品当属秦代的《法律答问》。在这本律注作品

中，虽然同样不能发现“类”字，但仍可发现“类”的印迹，因为秦代的注律者们已开始运用

一定的分类方法揭示抽象的法律规定。如在解释与盗窃罪有关的规定时，当时的解释者

多次运用“二分法”：

第一，夫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不智

（知），为收。〔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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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夫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也），当为收；其前谋，

同罪。〔６２〕

第三，夫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以百一十为；弗智

（知），为守臧。〔６３〕

在《法律答问》中，还能发现少量的类推解释方法，它们是以“比”的形式存在的：

第一，“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６４〕

第二，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６５〕

第三，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斗折脊项骨，可论？比折支（肢）。〔６６〕

综观《法律答问》，不难发现，秦代在解释法律时，虽然用到了分类与类推解释方法，

但分类尚不完善，类推解释在整个体系中所占比重非常小，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仍只是

进行简单的语词解释，因此，注律水平不高。

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在《唐律疏议》中，不仅“类”字的出现更为频繁，

而且类推解释的运用也远超前代。在《唐律疏议》中，人们似乎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

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其内部的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位阶关系。具体地说，语词解释是

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运用的只是语词解释方法，只有在语词

解释力有不逮时，才用到限制解释与扩张解释；只有在上述方法用尽时，才会用到类推解

释。总之，相较于前两种方法，类推解释的运用不仅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且人们并没有

明确地使用“类推”一词。

在《唐律疏议》中，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与“疏议”这种注律体裁的

特点有一定关系。《唐律疏议》“名例律”说到：“昔者，圣人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

之为传，此则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为义疏。

疏之为字，本以疏阔、疏远立名。又，广雅云：‘疏者，识也。’案疏训识，则书疏记识之道存

焉。”〔６７〕也就是说，“疏”的目的就是对文字进行注解、疏通，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有“疏

不破注”之限制，即注疏不能脱离待疏解文字的语义“射程”。正是由于“疏议”这种解经

体裁的限制，才使得人们在解释法条时，主要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类推解释受到了一定限

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代的注律水平，使得它与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注律作

品相比，有较大差距。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律学著作，沈

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代表了辑注派最高的注律水平，在清代的司法

实践中有很大影响。人们评价说，《大清律辑注》“诠释详明，尤严轻重出入之界限”，〔６８〕

“其于律文逐节疏解，字字精炼，无一言附会游移。遇疑似之处，引经质史，酌古斟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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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至当。”〔６９〕

以上这些评价点明了沈之奇律注作品的主要优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沈之奇注律

的卓异之处还在于：沈之奇在语词解释、扩张解释及限制解释等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基础

上，大胆地增加了类推解释的比重（“类推”二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清律辑注》之中，足

有四十余次，如果加上“仿此”、“比照”、“比附”、“亦如之”等实际意义上的类推，数量更

会成倍地增长），从而将大清律中“类”概念的意蕴尽情地释放出来，填补了法律漏洞，解

决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沈之奇的这一做法是对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注律方法的一种革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

沈之奇运用类推解释，方式比较灵活。在很多时候，都会明确地说到“类推”二字，他

习惯于说：“余数可以类推”、“多少仿此类推”、“余可类推”等语。众所周知，类推解释的

根据是“相似情形相似处理”这一原则，沈之奇在运用类推解释时依据的正是这一原则。

何谓“相似情形”？按照前面说到的中国古代分类习惯，人们经常将事物的种类分为事类

（或物类）、伦类、理类（或情类）等三种，因此，所谓“相似情形”无非指事类、伦类或理类

相似，沈之奇就是按照这一分类进行推理的。

如“徒流人逃”条说到：“主守及押解人不觉失囚者，一名杖六十，每一名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７０〕此条没有规定，同役押解者是否应分首从？有人认为应分首从，沈之奇不赞

成这一说法，他运用类推方法进行反驳：“兵律有起解官物、囚徒，同差人自相替放，若事

有损失者，亦依损失官物及囚律追断，不在减等之限。由此推之，则不应分首从也。”〔７１〕也

就是说，兵律里有类似的失囚情形，并没有规定应分首从；此一事情与之相似，故亦不分

首从。

又如，“居丧嫁娶”条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

若男子居父母丧而娶妾，妻居夫丧、女居父母丧而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７２〕但对于“妇

居舅姑丧是否禁止嫁人”没有规定，该如何处理？沈之奇根据伦类相似原则，借助类比方

法，认为，既然法律明确规定男子据父母丧，不得身自嫁娶，则可推出，妇人在居舅姑丧期

间，不得嫁人。

但在有些时候，虽然沈之奇是在运用类推解释，但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到“类推”一词，

而是用到了“仿此”、“比照”、“比附”等语，甚至是“推理”、“推论”等语。比如，在“奴及雇

工人奸家长妻”条中，沈之奇注意到，此条没有规定强奸家长亲属及未成的情形。沈之奇

认为，应比照“亲属相奸”的规定，即“亲属相奸律后条例云：‘强奸未成者，依律问罪，发边

远充军。’则奴、雇强奸家长妻、女未成者，应比照此例具请，而强奸家长亲属未成者，

亦然。”〔７３〕

非常有意思的是，并非沈之奇所说的“可以类推”在所有情况下都指类推解释。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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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场合下，他虽然用到了“类推”一词，但实际运用的却是归纳或演绎。〔７４〕 如在“犯罪得

累减”条的注解中，沈之奇说到：“公罪递减，乃是一项罪名，而所犯有各项人，如失于入

者，典吏减三等，未决放又减一等；首领、佐领、长官，复递减之，数人共犯一罪，得以层递而

累减也。再有因物之多寡而累减，情之轻重而累减，名分服制之尊卑亲疏而累减，不能悉

举，可以类推。”〔７５〕这一注解实际运用的是演绎法，因为沈之奇首先说到了一个一般性规

定：“公罪递减……数人共犯一罪，得以层递而累减。”〔７６〕然后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形，这些

具体情形不过是一般情形的展开。这种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就是演绎法。

又如，在“谋杀人”条的“按语”中，沈之奇总结说：“因财起意应从强盗之法，但盗止图

财，此兼谋杀，虽被害之人幸未至死，而图财之心实主于杀，以强盗、谋杀两律参之，得财则

同强盗论，不得财则仍旧谋杀之法。凡因图财而谋杀者，可以类推。”〔７７〕这里的“可以类

推”实际上是归纳，因为这一“按语”先讲到特殊情形，然后才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从思维

进程看，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归纳过程。

虽然沈之奇在注律时用得最多的还是类推方法，但归纳与演绎方法在其律注中也很

普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归纳与演绎方法在清代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学方法。胡适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先归纳后演绎，并

根据自己的需要，交互运用两种方法〔７８〕，沈之奇的注律方法显然没有超出这一论断的

范围。

沈之奇还反对人们进行不当的类推解释。如在“窝弓杀伤人”条中，沈之奇讨论了

“有人在非深山旷野做井安窝、不立杆索致人伤害”的问题。有人认为，此种情形应“比照

弓箭伤人”处理，还有人认为“当比照车马伤人”处理，沈之奇不赞成上述两种观点，他认

为，应“按杀伤人论”，因为“非深山旷野，不宜做井安窝，犹街市镇店，不宜驰骤车马，本律

致死者，断给埋葬，弓箭伤人致死者，不断埋葬也。毋庸附会比照。”〔７９〕

又如，在“妻妾失序”条中，沈之奇批驳了《读律指南》的错误注解。《指南》认为：“有

妻再娶后妻，于应离未离之间，犯夫之尊长亲属者，如事发应离，当以凡论；如事未发，在家

完聚而犯，一依正妻拟罪。”〔８０〕沈之奇批驳说：“此说似是而实非也。妇人之义，以夫轻重，

未得遂为是人之妻，即不得以是人之亲为亲也。既系违律之事，便是应离之人，岂可以未

发之日，遂以正妻待之乎？犯尊长依正妻论，犯卑幼亦可以以正妻论乎？”〔８１〕最后，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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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似当比照妾论，或以凡论。当随事酌定，不可泥也。”〔８２〕

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沈之奇没有专门探讨类推解释理论，但沈之奇在《大清律辑注》

中将类推解释运用得炉火纯青，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远超其他律注作品，这

也是他在注律方面最主要的创新。

在此，还将按照此前的做法，即从反面探讨：如果没有类推解释的加入，注律水平会受

到怎样的影响？为此，需要比较唐律与《大清律辑注》对相近罪名的规定与注解。如，唐

律与清律都对“亲属相盗”进行了规定，清律有专门的“亲属相盗”条：

“凡各居（本宗、外姻）亲属，相盗（兼后尊长、卑幼二款）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

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若盗有首从，而服属不

同，各依本服降减科断。为从各又减一等。）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从强盗已行而

得财、不得财）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不在减等之限。）若有杀伤者，尊长

犯卑幼（总承上窃、强二项），各依杀伤尊长、卑幼本律，从重论。若同居卑幼将引他人（若

将引各居亲属同盗，其人亦依本服降减，又减为从一等科之。若卑幼自盗，止依擅用，不必

加。）盗己家财物，卑幼依擅用财物论，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兼首从言）减凡盗罪一

等，免刺。若有杀伤者，自依杀伤尊长、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纵不知情，亦依强盗（得财、

不得财）论。若他人杀伤人者，（自依窃盗临时杀伤人，斩）。卑幼纵不知情，亦依杀伤尊

长、卑幼本律，（仍以私擅用加罪及杀伤罪权之），从重论。其同居奴婢、雇工人，盗家长财

物，及自相盗者，（首）减凡罪一等，免刺。（为从又减一等。被盗之亲属告发，并论如律，

不在名例得相容隐之例。）”〔８３〕

唐律则分两条予以规定，其中的“盗缌麻小功财物”条规定：

“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杀伤者，各依

本杀伤论。（此谓因盗而误杀者。若有所规求故杀期以下卑幼者，绞。余条准此。）”〔８４〕

“卑幼将人盗己家财”条又规定：

“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他人，减常盗罪一等。若

有杀伤者，各依本法。（他人杀伤，纵卑幼不知情，仍从本杀伤法坐之。）”〔８５〕

比较唐律与清律的规定，不难发现，一方面，清律的综合水平较唐律为高，另一方面，

清律的分类比唐律更为细密。因为清律明确地区分了宗亲与姻亲、强盗与窃盗、尊长犯卑

幼与卑幼犯尊长、得财与未得财、首与从、杀伤人与未杀伤人、知情与不知情、亲属与他人、

自盗与将引他人盗等九种情形，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系统。唐律则要逊色得多，它只

区分了亲属与他人、自盗与将引他人盗、杀伤人与未杀伤人、知情与不知情等四种情形，并

且，对于“同居奴婢、雇工人盗家长财物，及自相盗者”等情形没有规定，因此，存在很多法

律漏洞。如果进一步比较律注，会发现两者的差距更为明显。因为《唐律疏议》中的很多

注疏在清律中已经以律中小注的形式出现，已成为正律的一部分。这表明，清律吸收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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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的很多合理成分。

但纵使如此，沈之奇仍认为，清律的规定尚有很多未尽之处，因此，在《大清律辑注》

中，他首先运用分类方法，发现了法律漏洞；其次又借助类推解释，填补了很多法律漏洞。

比如，沈之奇发现：第一，在实际生活中，会出现僧道徒弟及继妻前夫之子等同居者盗窃师

傅或继父的情形，清律对此没有规定。沈之奇认为，应比照卑幼盗窃尊长的规定处理。第

二，清律没有规定“各居亲属将引他人同盗”的情形。沈之奇认为，应比照此处的法律规

定，即“亲属自依服制减等，他人仍以凡盗论”。〔８６〕第三，清律只是规定了卑幼将引他人同

盗而杀伤人的情形，没有规定“将引他人同盗而奸”的情形。沈之奇认为，如果卑幼不知

情，“他人依本律论斩，卑幼不得比照杀伤之例而科亲属相奸律也。律正无文，当为斟

酌。”〔８７〕第四，清律没有规定“奴婢、雇工人行强盗”的情形。沈之奇认为，应直接引用强

盗律。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类推解释在注律活动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类推解释的有

无、多少直接决定了一部律注作品水平的高低，这印证了前面的论断，即“类”概念及与之

相关的类推解释方法的运用情况是衡量中国古代律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五　传统“类”理论之不足及对中国古代法律、
律学的消极影响

　　上文分别从法律史料的描述、法律文本的比较以及辑注作品的分析三个方面揭示了

“类”字及其代表的法律方法在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人们不禁

要问，中国古代的“类”思想有何不足？这些不足对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有无消极

影响？

如前所述，在战国末年，荀子与墨家后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推类”思想，但他们同时

也留下了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如何判断“类同”与“类异”？虽然墨家学派提

出了“异类不比”〔８８〕的原则，但同时又慨叹，“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８９〕因此，无论是

荀子，还是墨家学派，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战国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墨家学派逐渐式微，墨家学派倡导的“推类”学说逐

渐成为绝学，在很长时期里，几乎没有学者专门涉足这一领域，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类”理

论没有发展到很高水平。

同时，虽然中国古代学者们在编纂辞书、类书时会运用到分类方法，但对于如何科学

地分类，也无专门的学者与专门的著作加以研究。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只有实践性的

分类技术，没有系统化的分类理论。这导致了中国古代的分类技术长期在较低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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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

类理论与分类技术的上述不足对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

响。第一，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分类理论，人们只是在经验基础上掌握了一些

实用的分类技术，这使得人们在立法时无法进行复杂的分类，且易于产生法律漏洞。对

此，沈之奇在《大清律辑注》中多有揭示。比如，沈之奇认为，清律中的“共谋为盗”条存在

一些问题，该条规定：“凡共谋为强盗，数内一人临时不行，而行者却为窃盗，此共谋而不

行者曾分赃，但系造意者，即为窃盗首；余人并为窃盗从。若不分赃，但系造意者，即为窃

盗从。余人并笞五十。必查以临时主意上盗者为窃盗首。其共谋为窃盗，数内一人临时

不行，而行者却为强盗，其不行之人系造意者，曾分赃，知情不知情，并为窃盗首，系造意者

但不分赃，及系余人而曾分赃，俱为窃盗从。以临时主意及共为强盗者，不分首从论。”〔９０〕

如果对这一条进行缜密的分析，就会发现，按照造意共谋、强盗窃盗、行与不行以及分赃不

分赃等四者的组合，应有十六种情形：“共谋为盗之人，或有临时有故及悔惧不果行者，则

行与不行必当分论。而本谋为强，行者为窃；本谋为窃，而行者为强，则行者自照本律，而

不行者不知行者之所为，强窃互异之间，更当别论。凡共谋之中，有分赃不分赃之别，而分

赃不分赃之中，又有造意、余人之别。”〔９１〕但上述规定并没有穷尽十六种情形，因此，存在

一些比较隐蔽的法律漏洞：“此条专论共谋不行之人，但有谋强行窃，谋窃行强之法。若

共谋为强临时不行，而行者仍为强；共谋为窃临时不行，而行者仍为窃，其不行之人，分赃

不分赃，律皆无文。”〔９２〕沈之奇为何能够发现这些漏洞？这是由于在沈之奇所处的时代，

逻辑学早已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影响着他们做学问的

方式。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之奇在注律时能熟练地运用“内籀”、“外籀”（严复语）等

逻辑方法一点也不稀奇。沈之奇正是凭借着逻辑分析手段才发现清代的法律中存在着诸

多法律漏洞。明清之前的学者由于不能熟练地运用这方面的技巧，因此，他们的注律水平

逊于诸如沈之奇之类的明清学者。

第二，与法律漏洞并存的是重复立法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一方面使得法条竞合大量存

在，另一方面使得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大量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也是由于分类技术不

可靠造成的。在唐律中，就存在大量的法条竞合情形。比如，有关“监临主守”的规定出

现在不同的篇章中，之间就存在不一致之处。如《职制律》中有“贷所监临财物”的规定：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９３〕同时，《厩库律》有“监主贷官物”的规定：“诸监临、主守

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９４〕如果比较这两条，就

会发现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竞合，而且存在一些矛盾之处。甚至在同一篇之中，都能发现法

条竞合现象。比如，《杂律》“弃毁公私器物”条规定：“诸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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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备偿。”〔９５〕同时，《杂律》中又有“弃毁器物稼穑”的规定：“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

木、稼穑者，准盗论。”〔９６〕这两条都涉及到“弃毁公私器物”的问题，假设性的条件完全

一致，但法律后果迥异，不一致之处非常明显。

从分类学的角度看，以上两点都是由于违背了分类的两个基本原则———子项穷尽原

则与子项相互排斥原则———所致，由于中国古人在分类时并没有总结出这两大原则，因

此，他们常犯此类错误而不自知。

当然，中国古代分类技术上的缺陷对法律的消极影响尚不止上述两点。如有学者指

出，中国传统分类技术与西方分类学不同之处还在于：西方分类学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

物分别纳入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一阶元系统之中，低阶单元隶属于高阶单元，并具有

高阶单元所有特点，同阶单元之间互相排斥。但从《尔雅》、《释名》揭示的分类特点看，中

国传统的分类似乎与西方分类学尚有一定差距。〔９７〕 中国传统的分类除了将具有相同特

征的事物归为同类之外，还将“相互关联”的事物纳入同类之中，以致陈荣灼先生称之为

“以‘象类’为特征的自然分类系统”，〔９８〕并认为《说文》中的这一段话是对这种分类方法

最恰当的解释，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

联。”〔９９〕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图一将“道路”、“桥梁”纳入“宫室”这一类别之下，图二将

“城”、“郭”归入“宫室”范畴之内，并花了大量篇幅介绍宫室的内部构件，因为这些东西

与“宫室”“同牵条属”、“据形系联”。

中国古代分类技术的这一特点在法律中也有体现。如在唐律《贼盗律》之中，除了将

典型的“窃盗”、“强盗”、“监守自盗”等行为纳入“盗罪”以外，还将“故烧人舍屋”、“恐蕑

取人财物”、“本以他故殴人夺物”、“略人略卖人”、“略和诱奴婢”、“略卖期亲卑幼”等行

为纳入“盗罪”之内。在今天看来，这显然属于分类不当，但在古人看来却并无不当，因为

他们就是如此分类的，他们认为这类行为与“盗罪”有某种关联，因此，将它们视为一类。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大清律例》也是这样规定的。

从表面上看，将“相互关联”的事情视为一类似乎没有什么害处，但实际上会带来很

大的问题。因为“相互关联”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人们会问：何谓“相互关联”？关联

的程度是什么？其范围有多大？对于此类问题，人们很难做出清楚的回答。它在司法实

践中会产生严重后果，给人留下了深文周纳、上下攀附的空间。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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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心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０页。
许慎著：《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２页。



《汉书·刑法志》所描述的“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死则予死比，议者咸冤

伤之”〔１００〕的后果。

如果在法律领域采取科学的分类方法，就可避免上述危险，因为按照分类学说，低阶

的种必然隶属于高一阶的属，而高一阶的属又隶属于更高一阶的科……，最终形成一个树

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高阶单元对低阶单元的范围有所限定，因此，解释者不能随意扩

大其范围。这一学说用之于法律领域，可以使得立法更加科学，同时还可最大限度地限制

司法领域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的主观性、随意性。

六　简短的结论

“类”字的作用尚不止上述这些，它在中国传统司法领域也大有影响。在汉代司法中

具有重要地位的“决事比”方法即渊源于“类”观念。清人阮元在《周礼·秋官·士师》注

疏中解释说：“若令律，其有断事，皆依旧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谓之决事比。”〔１０１〕

也就是说，“决事比”的逻辑根据为“类推”。汉以后，随着制定法进一步完善，君主严禁臣

工妄自比附，这使得“决事比”之名逐渐湮没，但其实仍存在。如陈顾远先生所言，一者中

国古代禁止的是臣下滥用比附，而不禁止君主运用比附；二者禁止人们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乱用比附，而不禁止在法律解释过过程中运用比附；三者虽然“决事比”名已不存，但它又

以“例”的形式表现出来。〔１０２〕 由此可见，与“类”字有关的法律方法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本文试图突出“类”字在律学及法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它

在司法中的影响予以技术性忽略，留待以后专文加以探讨。

通过对“类”字及其代表的法律方法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达到很

高的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因为中国古代的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比较实用

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其中，以“类”

字为代表的分类方法、类型化方法、类推解释方法居功至伟。当然，并不否认，推动中国古

代法律发展的还有其他一些力量，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或许这些力量比法

律方法的力道要大得多，但同样无法否认，技术性因素在法律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本研究还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及律学与推动其发展的法律方法之间存在一种互动

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因为高水平的法律一方面需要高

水平的分类技术，另一方面又会催生出高水平的分类技术，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对

于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技术的发展同样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

代法律之中，能发现中国古代分类技术发展的线索。如果从唐律中抽象出分类技术，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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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与汉代《释名》中的分类技术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唐代的分类技术比汉代有了长足的

进步；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比较唐律与清律中的分类技术，又会发现，清代的分类技术比

唐代又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故而，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研究分类学的著作，但中国古代

的法律或许是了解中国古代分类技术发展的最好载体。并且，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法律之学并非寄生性的学问，它一方面会接受其他学科的“哺乳”，另一方面也会回

馈、“反哺”其他学科。

［本文为 ２０１５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法治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方法

研究”（１５ＢＦＸ０２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ｌａｗ，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ｋｎｏｗｎａｓ“ｍｏｔｈ

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ｒ“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ｖｅ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ｋｉｎｄ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ｎａｍｅｌｙ“ｃｌａｓ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ｓａ

ｃｏｒ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ｄ“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ａｉｌｅｄｂｙｉｔ，ｃｏｄｅｓｏｆｌａｗｗ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ｅ

ｔｏｏｈｅａｖ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ｎｏ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ａｗｗｏｕｌｄｅｍｅｒ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ｒ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ｏｒｄ“ｃｌａｓｓ”，ａｓｔｈｅ

ｋｅｙｔｏｏｐｅ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ｈａｓａｎ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ｒｏｌｅｔｏｐｌａｙ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ｓｎｏ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ｕｔ

ａｋｉｎｄ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ｅａｒｌｙａ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ｒｉｏｄ，Ｘｕｎｃｉｕ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ｏｆｔｈｅ

Ｍｏｈ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ｈａ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ａｔ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ｄ

ｕｓｅｄｆａｉｒｌｙ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ｂｏｏｋｓ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ｗｅｍｕｓｔａｌｓｏａｄｍｉｔｔｈａｔ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ｔｈｅｉｒ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ｓｏｍ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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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字的应用看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发展


